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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改革議題的風險傳播：從公眾情境檢視認知、傳播行為與政策支持傾向 

 

 

摘要 

本研究以公眾情境理論為主軸，探討目前我國面臨金改革此重要社會風險議題時，

媒體新聞影響不同情境涉入程度社會大眾的風險感知、風險阻力感知與議題傳播行

為的脈絡，同時也將對政策的支持傾向納入檢驗目標以延伸公眾情境理論在社會風

險議題的解釋範疇。本研究於立院審議公教人員年金法案期間，進行全國性抽樣，

獲得 1,197 個受訪樣本。研究成果發現，民眾的新聞注意程度與議題其情境涉入程

度均影響國民對年改風險議題的風險感知、風險阻力感知、議題傳播行為與政策支

持傾向。 

關鍵詞：傳播行為、新聞注意、政策支持、風險感知、公眾情境理論  

 

Risk communication on annuity reform issue: Using situational theory on public to 

examine public’s risk perceptions,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nd propensity of policies 

support 

Abstract 

This project used 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 to examine people’s risk perceptions, 

constraint recognition,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nd propensity of policies support on 

the annuity reform issue that were influenced by media.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a 

nationwide telephone survey which collected 1,197 samples while the Legislative Yuan 

processed annuity reform issu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ews attention levels and 

situational involvement of public would influence their risk perceptions, constraint 

recognition,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nd propensity of policies support. Implications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communication behavior, news attention, policy support, risk perception, 

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 

 

 

 

 

 



3 

 

壹、研究動機 

台灣主要的年金制度，包含軍公教退撫基金、勞保基金、公保準備金以及國民

年金（又稱為四大基金），以目前的支用情形估算，將於 2019 年起陸續破產，整體

受到波及的國民將超過 940 萬人（陳炳宏、黃以敬，2015）。根據世新大學民調中

心與今週刊（2015）合作的民意調查發現，高達 82％的受訪者認為這個議題是台灣

當前重大的挑戰；72.2％的人認為這是未來新政府的施政重點。值得一提的是，有

65％的台灣民眾對此一議題感到悲觀，認為台灣將來會步向希臘於 2015 年的金融危

機一般，使整體退休制度崩潰，進而衝擊社會安定（鄭國強，2015）。 

從上述我國年金制度可能產生的影響、衝擊層面及未來發展展望觀之，年金改

革（年改）議題符合 Brun（1992）界定風險的特徵，他認為所謂的風險應該是指具

有傷害或是失去可能性的事件。針對風險的認定可以分為兩種取徑，其一是認為風

險是一種實體可供測量的事件，且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可以用風險的發生機率

以及發生後的衝擊程度等變項，作為策繪風險樣貌的工具（Aldoory & Van Dyke, 

2006）；而另一取徑則是，民眾所認為的風險，是由社會建構，並受文化、歷史演

進與社會脈絡相互對話而得（Aldoory, Kim & Tindall, 2010）。換而言之，風險的大

小與影響的範圍探討，需要回歸到社會脈絡中認定。無論是上述何種觀點，台灣年

改議題對於全體國民而言，都可認定屬於重大社會風險的範疇。 

而媒體為社會大眾接觸、感知重大社會議題風險程度的主要工具之一（Beck, 

1992）。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外在世界的了解，尤其是像是年改議題此類無法直接觸

及的議題，需要透過媒體的中介，以接收或傳達對與風險議題的意見。我國對風險

感知與溝通的相關研究所關注範圍，以往都是偏向分析全球暖化（林煒國，2010）、

SARS（張謙韋，2007）、H1N1 流感（易佳玲，2011）、腸病毒傳染（姜采蘋，2008）

等，自然環境或是健康傳播方面的風險態樣與議題，較少研究者聚焦於重大社會或

是公眾議題的風險感知、民眾的因應方式等風險溝通的重要因素。 

 同時，透過 O’Cass（2002）的研究發現，身處在風險情境下的社會大眾可能

因為風險影響的不同位置，將對於議題產生程不一的投入狀態，這些投入狀態很有

可能影響到其後續對於議題解決投入的熱衷程度，更甚者亦影響其對風險處理單位

的支持與否。詳言之，涉入程度越高的人會有較高的動機持續不斷更新相關的資訊，

並進一步影響尋找資訊所投入的時間、態度、反應等行為，因此高度涉入感的個體

對於資訊的搜集之主動性及能力均強，並且容易形成持續性的涉入。此論點與 Griffin

與 Dunwoody（2000）研究相符，均認為民眾對於新聞媒體的關注程度越高，其對

問題感知、風險評斷、尋求資訊的傾向也越高。 

本研究企圖透過全國性的電話輔助調查，以公眾情境理論為主要驗證架構，探

討新聞媒體在年改議題中，公眾風險認知建構扮演的角色，以及公眾面對年改議題

時，所展現的新聞關注程度、風險感知與涉入程度所影響的傳播行為與政策支持傾

向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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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年金改革議題發展 

年金制度是一個國家的福利政策核心，同時與該國的人力結構、財政資源的分

配與經濟榮衰緊密相關（洪紹祺，2014）。自 1980 年代起，西方福利國家、日本與

韓國便陸續透過提高退休年齡、減少給付，以及加入自動調整機制等一連串的削減

措施來進行年金改革政策，目的皆在考量整體社會人口趨向高齡及少子化的狀況

下，藉由年改制度來穩定國家財政問題，並同時兼顧保障公民退休的經濟安全（郭

明政, 1999）。 

在台灣當前的社會情境中，現行推動年改及群眾高度聚焦的原因初始於 2012

年由政院勞委會所公布的「勞保費率與財務評估精算委託研究報告」中，透露出勞

保潛藏債務危機與年度虧損率等訊息，並經過媒體報導後，此議題便引起政府當局、

政客及民眾間的討論及關注（洪紹祺，2014）。但其實早在 2008 年引進國民年金保

險以及勞工保險年金化時，台灣即開始面臨年金支出過高，而危及國家財政的問題，

便接續產生年改議題相關的輿論。 

我國的｢年金｣是一種社會保險，同時也是退休金制度。民眾依職業或身分參加

相對應制度，退休或達一定年齡後即可領取現金給付，而在工作或投保期間，除了

年金保險人外，雇主及政府也同時需按照比例提撥金額，目的是在於保障民眾晚年

經濟安全（審計部，2017）。但在高齡化、少子化的影響之下，如仍以現行繳費與

給付水準，未來將造成工作人口沉重負擔（林倖妃、林昭儀，2013）。根據審計部

2016 年度報告中提出，截至 2015 年 6 月底止，揭露出政府潛藏的負債，其預估各

級政府未來應負擔各類社會保險及退休給付支出高達 17 兆 9,049 億元（中央政府 

13 兆 696 億元、 地方政府 4 兆 8,353 億元），與兩年前相較（截至 2013 年 7 月

底止）預估之潛藏負債 15 兆 5,199 億元，增加 2 兆 3,850 億元，增幅高達 15.37

％（審計部，2017）。審計部也認為，勞保、勞退與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未來幾年

進入給付高峰期，財務問題較大，政府應全面檢討年金制度。 

基金和國民年金國保基金再不調整，軍人退休保險將在 2019 年率先面臨破產、

勞工是 2027 年、公務人員是 2030 年，即使是 2008 年才剛開辦的國民年金制度，也

會在 2046 年面臨破產（林上祚，2015）。鑑此，我國在 2016 年完成總統大選後，

加速了年金制度改革草案的研擬過程，陸續舉行國是會議後正式公布年改草案，並

於 6 月 23 日完成公教人員年改三讀，完成包含公教請領年齡望後推移等 15 項重點，

預計下個會期將賡續處理軍人年金與勞工年金問題（陳柏亨，2017）。 

國內亦有多研究者針對年改進行探討，例如郭明政（1997、1999）詳述台灣社

會福利制度發展的過程，提出台灣福利立法與政治因素的密切相關性；陳怡仁

（2007）、鄭琪玉（2005）模擬軍人退退休撫卹基金，計算出其存續時間；候仁義

（2001）、蘇佳玲（2009）則分別以年金制度發展較為完善的德國及芬蘭，提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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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些值得效法的作為，洪紹祺（2014）透過差異分析，比較年金制度改革前後的

差異。 

綜上，多數的社會大眾是依靠媒體的報導與傳播了解年改相關的內細節與立法

進度。本研究企圖將影響人數眾多，且政策形成過程中存在包含改革幅度、請領年

資遞延等眾多不確定風險因素的台灣重要社會風險議題中，以公眾所身處的情境為

出發點，檢驗媒體傳播社會風險時，與公眾涉入程度情境的交會後，對民眾的風險

感知、風險阻力感知、議題傳播行為與政策支持立場的關聯性。 

二、公眾情境理論與風險議題傳播 

Grunig 與 Hunt（1984）探討公眾參與社會議題時，認為不能忽略公眾的個人背

景、對於議題的個人感知等因素，因為這些因素會進一步影響其親身參與議題的決

定。渠等以此邏輯提出「公眾情境理論」（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具體而言，

Gurnig 與 Hunt 依據上述的公眾分類構想提出三個檢視公眾行為的因素，以解釋公

眾情境行為。其中影響因素的自變項包含「涉入程度」（Involvement levels） 、「問

題阻力認知」（Constraint recognition）「問題認知程度」（Problem recognition 

levels）；被預測的行為變項則有資訊傳播行為與政策支持傾向。 

詳而言之，「問題認知」（Problem recognition）即當公眾認知到社會議題的存

在，並且可以察覺其中的風險或是需要改善的可能性之後，才衍生了定義議題影響

範圍、選擇傳播管道、及參與改進行動等行為層面上的可能性；「問題阻力認知」

（Constraint recognition）則意指，公眾預期與意識到進行公眾政策支持程與改進時，

可能遇到的阻礙程度，也就是說當個人在面對問題時其察覺到自身能力有限，並認

定外界阻力的問題難以解決，其問題阻力認知就越高，則越不容易行動。舉例而言，

如台灣民眾認為年金制度的改革需要民意代表的支持，然而，遊說利害關係人改變

意見又有相當的困難度時，在阻力的認知層面就會呈現相對困難的水準。「涉入程

度」（Involvement levels），即是指涉公眾自覺個人對於相關議題的關聯程度。如

公眾的涉入感程度越高，則表示自身與特定議題的關聯性越高（Major, 1998）。綜

上，公眾情境理論的機制是認為，社會大眾會因為面臨同一社會議題而產生不同程

度的涉入後，進而發展出不同解決問題的行為態樣。進一步而言，與社會事件產生

程度不一連結或不同位置的社會大眾，會呈現出對於同一問題卻程度不一的風險感

知的知覺差異，據此差異用以預測不同程度的政策支持行為傾向（Hamilton, 1992）。 

我國在公眾情境理論與危機傳播相關研究方面，有楊意菁、徐美苓（2012）檢

視全球暖化危機的公眾認知與政策支持關聯性時發現，議題感知與政府應對暖化的

政策支持有正向關聯性；賀權修（1995）則是檢視高雄地區中油煉油廠環境汙染的

涉入程度，與補償政策支持的關聯性，結果認為，涉入感扮演影響政策支持與否決

定性的角色；辜勁智（2011）探索細菌傳散等公共衛生風險傳播，提出傳播行為與

風險感知程度間應是相互影響的關係；陳凱莉（2012）針對食安問題，檢驗社會大

眾的涉入程度與政策支持間的關係。綜觀我國公眾情境理論與危機傳播研究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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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過往多關照於自然或環境風險議題，本研究則是以社會風險議題為檢驗對象，

探索公眾情境理論在非自然危機議題中的運作；再者，本研究意企圖同時檢驗包含

媒體新聞注意、議題涉入、風險阻力感知、議題傳播行為等變項在影響風險感知與

政策支持時，其影響脈絡與關聯性，期望能擴充公眾情境理論與風險危機傳播的理

論架構的進一步應用範疇。 

進言之，本研究嘗試綜整原有風險傳播的理論架構中，針對新聞注意程度、風

險感知、風險阻力感知與政策支持傾向的探討，並結合公眾情境理論主張以探討社

會大眾對於風險議題的涉入程度為出發點之特色（Kim& Grunig, 2007），藉以檢驗

不同涉入程度所產生的風險感知與後續是否支持政策的預測。同時，本研究企圖將

風險傳播研究範圍朝行為傾向擴展。Major（1998）認為，公眾情境理論主張透過「議

題認知」、「問題阻力認知」、「涉入程度」等變項，分析公眾如何建構對特定議

題的認知脈絡，並探究其後續傳播行為的機制，從理論驗證的觀點看來，台灣年改

議題是一個牽涉廣泛且對於國民影響重大，並需要投入改革的社會風險議題。公眾

情境理論將可運用於分析與分類公眾對於改革議題的認知建構、涉入程度與阻力認

知，將可有助於政策執行單位了解民眾的議題傳播、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等傾向，

據以提出風險溝通的因應策略。 

進一步分析公共情境理論的相關研究可發現，Hamilton（1992）；Major（1998）

將社會大眾的問題風險感知與涉入感設定為影響政策支持傾向的重要自變項。然

而，在探討社會風險議題時，也有研究者認為，當社會大眾感知到風險影響或發生

機率上升時，也會認為該風險議題與本身的切身關聯性越強的情形（Mou &Lin, 

2014）。換言之，即問題風險認知程度越高，則涉入感也會隨之增加。造成此現象

主要原因可能為，當公眾認為特定議題越重要與風險越大時，越有動機深入了解該

議題的細節，進而產生涉入程度越高的現象（O’Cass, 2002）。Sheafer 與 Weimann

（2005）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渠等檢視閱聽人線上公民活動參與時，提出對社會

弱勢族群照護越關心的閱聽人，認為弱勢族群社工問題與自己切身相關，且越常在

線上的新聞網站上主動點選相關資訊。而 Shakeela 與 Becken（2015）研究閱聽人

對於社會福利議題涉入感與其行為之間的關聯性研究時，則認為風險感知影響社會

大眾對於社會福利議題的重視程度，而因為多數民眾無法直接接觸到社會福利政

策，多數是透由媒體的傳播瞭政策全貌，故認為風險感知相當程度的中介本研究前

述整理的新聞媒體注意程度與風險眼議題涉入感的關聯性。 

再者，Zhao & Chafee（1995）的研究也指出，選舉期間選民對候選人政見的重

視程度與切身相關與否的涉入程度，確實影響其對於新聞媒體中，相關議題的資訊

近用意願。換言之，風險議題與社會大眾越相關或涉入程度越高，新聞媒體的傳播

行為動機也隨之增加（Chafee, Zhao & Leshner, 1994）。 

而論及公眾情境理論的依變項方面，Kim 與 Grunig（2007）認為社會大眾在暴

露於風險環境中，或感受風險事件的威脅時，在資訊尋求行為上會有主動搜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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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與週遭重要他人討論相關議題等行為態樣。其主要目的為形成後續進行

政策支持傾向行動與否的參照。再者，渠等亦認為問題認知程度越高與議題涉入感

越高的公眾，對於傳播行為的可能性也會隨之增加。Major（1998）則認為，社會大

眾的傳播行為，除了象徵公眾對於媒體使用行為上，對於特定議題的資訊搜尋呈現

較為主動的現象外，通常也會伴隨著對於該議題有較為強烈的處理傾向，對於相關

規避或縮減風險影響的做法與措施，同時存有較高度的支持動機。 

Flynn & Goldsmith（1993）對時裝產製與同工剝削的議題與消費者進行調查，

發現曾經消費被指涉不當勞資關係相關品牌的高涉入消費者在產品相關訊息的搜尋

上比較主動而且積極，也越常跟朋友談論相關話題；而 Lin（2009）則持相同看法，

認為會持續不斷更新相關的資訊並樂於與其他討論議題的社會大眾對政策支持傾向

也隨之增加。國內研究方面，榮泰生（1999）認為高、低涉入度不同，會進一步影

響尋找資訊所投入的時間、尋找資訊的態度、對資訊的反應等行為均有差異，並且

發現高度涉入感的消費者對於資訊的搜集之主動性及能力均強，並且容易形成持續

性的涉入，同時也表現越支持解決風險議題之相關政策。由此，研究者根據上述文

獻蒐研，提出假設 1 至 2，分述如下： 

假設 1：風險議題涉入程度會正向預測議題傳播行為。 

假設 2：議題傳播行為會正向預測政策支持傾向。 

 

三、媒體與民眾的風險感知 

Beck（1992）在社會風險議題的論述中認為，「風險」是指有一定的機會發生，

以及發生後對於民眾會造成某種程度衝擊的事件。他進一步論述風險社會的發展時

認為，因為工業社會現代化後，隨著全球各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互動頻繁，導致

風險發生時常牽絆著全球不同國家一起遭受風險事件的威脅。舉例而言，當希臘債

務問題所造成的金融違約事件在歐洲發生時，台灣的銀行與投資人也因為當初全球

投資策略的關係，有約 32 億元台幣的損失，連帶著影響台灣金融秩序的穩定（林倖

妃、林昭儀，2013）。McComas（2003）指出一般民眾對於風險的認知不僅是來自

於其對風險的想法（Thought），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於風險的感受（Feeling），因為

此感受決定了他們對於風險的評估。個人、社群、或是與風險評估有關的機制之間，

不斷交換資訊與雙向溝通意見的過程。由於風險的不確性與複雜性，使得許多專家

學者同意社會風險的建構過程必須建立在公共參與的討論上（杜文苓、施麗雯、黃

廷宜，2007）。換句話說，風險溝通將成為相當重要的建構程序，大眾媒體對於風

險的定義成為是一個重要因素（Beck, 1992），而公眾也在這樣一個社會建構過程

中產生對風險議題的認知。 

過往許多究聚焦於健康傳播中有關疾病傳散的風險相關研究認為播媒體在散佈

風險相關的資訊以及群眾的感知層面上，累積較豐富的研究成果（Griff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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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woody, 2000；Procopio & Procopio, 2007；Aldoory, Kim, & Tindall, 2010）。本研

究則援引上述研究的脈絡，接續探究「年改」這個重要的社會風險議題中，新聞報

導對社會大眾的風險感知、風險阻力感知與後續的政策支持行為意向影響如何。 

此外，Lichtenberg 與 MacLean（1991）認為，重大政策與社會議題如具有風險

性質，會透過媒體等過濾器產生放大作用，有時民眾的風險感知程度甚至超過風險

事件本身的影響。進言之，當議題風險放大後，人民和社會團體或政治團體的關係

會透過媒體影響人們對風險的互動和回應。Holland, Blood, Imison, Chapman 與 

Fogarty（2012）進一步指出，在面對風險與政策相關議題時，媒體扮演兩種角色，

一方面形塑觀眾對議題的認知，另一方面更形塑政府對民意的認知。 

進一步探討媒體與大眾風險感知的機制後發現，同 Giddens（1990）所言，大

眾媒體除了提供民眾生活在當代社會所需要的資訊外，也提供了生存所需的安全感

及信任感。換言之，當社會上產生風險事件時，媒體也扮演了社會大眾感知、處理

風險的重要角色（Brun, 1992）。綜上，社會在充滿不確定性的風險事件中，理當成

民眾最依賴的資訊來源，同時對傳遞風險相關訊息、影響民眾認知乃至於後續採取

的風險行為的意向都影響深遠（Lichtenberg & MacLean, 1991）。再者，McCarthy, 

Brennan, De Boer 與 Ritson（2008）則指出，社會大眾對於特定媒體的新聞關注程度，

除受到風險議題與自己是否切身相關的感受外，新聞關注程度越高的受訪者通常也

呈現風險感知程度越強烈的態樣，並且對於包含在新聞報導中的風險程度認知越高

則認為風險議題越難以解決。無獨有偶，Breakwell（2000）針對英國健保支出的風

險議題調查研究時也發現，對媒體新聞的關注程度越高的英國民眾，對於政府是否

能夠將健保制度持續推動下去的看法也越悲觀。 

媒體新聞關注程度除了正向影響社會大眾風險感知外，Leppin & Aro（2009）

則認為引發民眾對特定風險議題產生媒體關注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風險議題

與本身切身關聯性的密切程度。Boyce（2007）更指出，經過訪談後表示議題與自

己關聯性較高的受訪者，多數的消息來源是新聞媒體，並且自認為看完電視新聞後，

覺得風險議題的威脅越大。也就是對於議題涉入感越高的民眾，高度關注媒體上的

風險議題報導，並且覺知風險威脅與衝擊越大。，McComas（2003）的研究認為一

般民眾對於風險議題中內容以細節認知相當模糊，常依賴媒體報導來加以判斷風險

影響的程度與切身的相關及鄰近性。 

然而，上述的研究果多呈現社會大眾對風險議題的涉入程度影響其新聞關注程

度，而後進一步影響風險感知。然而，Mortensen（2010）卻認為風險感知程度與議

題涉入間應跳脫單一方向的思考，並提出在上述因果論述中被設定為依變項的風險

感知也可能成為影響社會大眾對風險議題涉入性覺知的原因。舉例而言，O’Cass

（2002）檢驗政治廣告中，與環保議題相關的風險感知與投票傾向時就發現，認為

環保議題與地球暖化的風險越急迫的受訪者，相較於不認為威脅有多大的社會大

眾，顯著呈現涉入程度越相關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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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文獻分析可以歸結，社會風險的形成與民眾之間的風險溝通的過程

中，媒體扮演至為關鍵的角色。媒體的再現方式與民眾的關注程度影響民眾如何看

待風險的衝擊範圍，乃至於造成後續政策支持傾向與議題傳播行為等進一步的行為

效果。因此本研究據此提出假設 3、4 如下： 

假設 3a：新聞注意程度會正向預測風險感知程度。 

假設 3b：新聞注意程度是風險議題涉入程度與風險感知程度的中介變項 

假設 4：風險感知程度會正向預測議題涉入程度 

本研究接續探究媒體觸發民眾風險感知後的相關研究方面。Ogata, Denham, 與 

Springston（2006）探討產生風險感知後的行為傾向時，發現社會大眾為了使心中對

於風險的疑慮降低，相較於認為風險威脅不大的民眾，風險感知程度較高者會有較

高的資訊尋求行為傾向以及較願意與身邊的朋友談論風險的細節。Mortensen（2010）

也肯定這樣的媒體功能，並進一步認為民眾覺得越棘手的社會風險議題，越有動機

主動了解議題的詳細內容，並且也樂於跟重要他人分享資訊及自己的看法。 

Kim, Lan, 與 Lee（2008）探索風險感知後的傳播行為變項，發現韓國民眾在

選舉期間對於候選人的主要政見感知到風險後，通常會採取兩種主要的策略以緩解

內心的焦慮與不安，其中就包含透過社群媒體與朋友分享談論以及上網搜尋其他民

眾的意見，更甚者，也影響渠等對政策提出者的支持傾向，認為風險感知越高的受

訪者越支持政府採取明顯立即的處理方式。台灣的相關研究中，吳宜蓁（1996）也

指出，民眾解讀政府透過媒體所建構的政策決定認知所衍生出的風險危機意識，將

影響其後續決定是否進一步了解政策內容的重要指標；王嵩音（1995）亦透過情境

公眾的理論解讀身處風險影響下的社會大眾，其可能的傳播行為，此外認為風險危

機感知也會影響社會大眾對於政府政策的立場與態度。 

綜上文獻回顧後，本研究提出風險感知觸發後續的相關假設如下： 

假設 5：風險感知程度正向預測議題傳播行為。 

假設 6：風險感知程度正向預測政策支持傾向。 

 

回顧以往媒體內容與重要公共政策研究，可發現當民眾在面對重大社會議題

時，除主要藉由媒體的幫助，民眾得以從了解重大社會相關議題的風險衝擊程度外，

社會大眾也經由媒體了解與解決或規避風險的難易度。易言之，傳播媒體對社會風

險議題的傳播功能除了風險感知程度，對風險議題規避難易程度的「風險阻力認知」

亦扮演重要的角色。 

Mou 與 Lin（2014）則進一步認為，風險阻力認知屬於風險感知（Risk perception）

後衍生行為傾向的一部分，並且常與風險感知結合的概念探討風險傳播。例如，從

健康信念模式（The Health Belief Model）中發現，公眾對於風險訊息的感知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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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涉入程度 新聞注意程度 

風險感知 風險限制認知 

主、被動資訊尋求 

政策支持傾向 

H4 
H3a 

H6 

H5 

議題涉入程度 新聞注意程度 

風險感知 風險阻力認知 

議題傳播行為 

H1 

H2 

H4 

包含受影響程度、嚴重性、利益性與有沒有解決或規避的可能性等面向的評估，將

會影響公眾對於風險涉入程度的認知。Aldory 等（2010）的研究更探究風險阻力性

認知產生後的可能影響，認為風險阻力性認知越高的大眾，越不想進一步了解風險

議題的全貌。Flynn 與 Goldsmith（1993）針對金融與股票交易風險議題進行調查研

究時，發現手中持有股票的民眾會比沒有股票的人更注意交易市場上的風險消息，

即使這個風險訊息並沒有被證實；重要的是，當傳出交易危機的股票與自己密切相

關，且在短期間內無法脫手時，越不想了解消息的真切性與細節。綜上風險感知後

所產生問題阻力認知的相關風險傳播接續變項，本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 7：風險阻力認知程度負向預測議題傳播行為。 

 

本研究根據上述文獻整理提出之研究假設，形成下列研究架構圖一： 

 

 

 

 

 

   

   

 

 

   

  

 

 

圖一  本研究架構圖 

參、研究方法 

一、抽樣與調查執行過程與樣本概述 

本研究以調查法，委託華威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採取「電腦輔助電話號碼抽

樣的系統訪問」（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CATI）。調查時間為 2017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進行問卷前測。於 2017 年 6 月 8 日（星期四）起，至 2017

年 6 月 27 日止（星期二），合計 19 天執行正式訪問。正式施測期間為立法院會審

政策支持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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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公教人員年金相關法案審查期間，在立院的攻防引起相當的關注報導。抽樣方法

為電話簿抽樣法，以「中華電信 105 年度住家版電話簿」為主要抽樣架構；依據各

縣市所登載的電話數量設定樣本分配的參照比例，並以系統抽樣的方式每 10 個號碼

抽出一戶對象，以台灣地區年滿 20 歲及以上中華民國國民為主，電話撥通後由訪員

進行戶內抽樣，以電話問卷的方式進行約 10 分鐘的獨立樣本訪問。 

本次訪問合計取得 1197 個有效樣本。以 95％的信賴區間做估計，最大的抽樣

誤差為±3％。在調查執行期間，撥打 4,344 通電話，成功率約為 27.6％。為求樣本

對母群體的代表性，本研究依據內政部公布「104 年人口靜態統計」數據中，的居

住地區、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特性進行反覆加權。反覆加權過後的結果顯示，

抽樣所取得的者分布特性與母群體之間並無顯著差異。詳細樣本分布請見表一：受

訪者人口分布特性。 

表一：受訪者人口分布特性 

性別 男性 

n=601 

女性 

n=596 

     

年齡 20-29

歲 

n=201 

30-39 歲 

n=364 

40-49

歲 

n=297 

50-59

歲 

n=241 

60 歲

以上 

n=94 

 

 

 

教育 

程度 

小學

及以

下 

n=95 

國、初中 

n=198 

高中

職 

n=504 

大學

與大

專 

n=402 

研究

所以

上 

n=95 

拒答 

n=6 

 

居住地 北部 

n=476 

中部 

n=298 

南部 

n=305 

東部 

n=118 

   

        

 

二、測量變項 

參本研究電話訪問中，測量的變項包含媒體新聞注意程度；議題傳播行為；議

題風險感知；議題涉入程度；風險阻力認知；政策支持傾向；人口統計變項等，變

項測量表尺設計如下： 

（一）新聞注意程度 

於新聞注意程度方面，則以「最近您有關注在網路上有關於年金改革相關議題

的新聞報導嗎？」；「最近您有關注在電視上有關於年金改革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

嗎？」；「最近您有關注在報紙上有關於年金改革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嗎？」；「最

近您有關注在廣播上有關於年金改革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嗎？」等四題項，來檢測

者對不同新聞來源年金議題的注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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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題項間以 Likert 六點量表，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點不

同意」、「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二）議題傳播行為 

Kim 與 Grunig（2007）認為議題傳播行為可認定為公眾對於特定議題資訊的搜

尋、篩選與傳佈等面向。本題組的題項則是以六點 Likert 量表回答，其答案選擇計

有，「1= 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 有點不同意」、「4= 有點同意」、

「5= 同意」、「6= 非常同意」。 

議題傳播行為傾向由以下三題項進行測量，「我會蒐集有關年金改革相關議題

的資訊？」；「對於年金改革的資訊我會挑選閱讀並加以評估？」；「我會跟他人

討論年金改革的相關議題？」傳播行為傾向的方式，將 3 題項的成果加乘後平均，

所得分數越高，表示主動傳播行為傾向的程度越高（M= 3.15，SD= 0.92），以 Pearson

相關積差進行信度分析（ｒ= 0.638，p<0.01），結果呈現顯著相關。本研究將傳播

行為的成果加乘後平均，所得分數越高，表示年金改革的議題傳播行為的可能性越

高。 

（三）議題風險感知 

本研究依據前述的文獻規劃與整理，將民眾用以感知風險的類別，包含風險的

嚴重性與毀滅性（Slovic, 2000）、風險的臨近性（Leppin& Aro, 2009）等要素，設

計納入民眾風險感知的題項。結合本研究的主軸後，調查台灣民眾對於年改相關議

題風險認。其題項是以六點 Likert 量表回答，其答案選擇計有，「1= 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3= 有點不同意」、「4= 有點同意」、「5= 同意」、「6= 非常

同意」，分數越高，其風險問題認知越高。 

此構面的問項為「台灣年金系統可能破產的問題很嚴重。」；「社會上大多數

的人都認為台灣年金系統可能破產的問題很嚴重。」；「您相信台灣年金系統有破

產的可能。」等三個選項。風險認知程度的測量方式，將 3 題項的成果加乘後平均，

所得分數越高，表示年改的風險感知程度的程度越高（M= 3.98，SD= 0.52），以Pearson

相關積差進行信度分析（ｒ= 0.792，p<0.01），結果呈現顯著相關。 

（四）議題涉入程度 

  議題的情境涉入認知指涉，公眾自我評估本身與特定議題的關聯性程度

（Grunig& Hunt, 1984）。吳宜蓁（1996）則是主張，議題的情境涉入應該區分為內

部與外部的涉入感。其中，內部的涉入感指議題對於公眾自身的關聯性；而外部的

涉入感則是指議題對於公所身處的環境或是社會脈絡所產生的影響或是關聯程度。

本題組依此概念，以六點 Likert 量表設計題項，其答案選擇計有，「1= 非常不同

意」、「2=不同意」、「3= 有點不同意」、「4= 有點同意」、「5= 同意」、「6= 

非常同意」，分數越高，其情境涉入認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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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構面問項為「年金破產這件事跟您很有關係。」；「您很關心年金破產的相

關議題。」；「跟週遭親朋好友相比，您更關心年金破產與改革相關議題。」；「未

來幾年內，年金破產將會對台灣造成很大的影響。」情境涉入認知程度的測量方式，

將 4 題項的成果加乘後平均，所得分數越高，表示年改的情境涉入認知的程度越高

（M= 3.01，SD= 0.87），以 Pearson 相關積差進行信度分析（ｒ= 0.621，p<0.01），

結果呈現顯著相關。 

（五）風險阻力認知 

  風險阻力認知指涉公眾意識到問題存在後，認為採取行動的阻礙程度。Kim

與 Grunig（2007）認為，當公眾對於解決問題的困難度感知較高的時候，對於後續

政策支持的態度或是傳播行為上的積極性可能隨之減弱。本題組的題項則是以六點

Likert 量表回答，「1= 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 有點不同意」、「4= 有

點同意」、「5= 同意」、「6= 非常同意」，分數越高，其情境涉入認知越低。 

    「年金破產這件事是可以解決的。」；「為了挽救年金系統，您願意未來

少領一點退休金。」；「為了挽救年金系統，您願意降低未來的生活品質。」；「即

使您少領了退休金，年金系統還是會破產。」問題阻力認知程度的測量方式，將 4

題項的成果加乘後平均，所得分數越高，表示年改的問題阻力認知的程度越低（M= 

3.40，SD= 0.49），以 Pearson 相關積差進行信度分析（ｒ= 0.705，p<0.01），結果

呈現顯著相關。 

（六）政策支持傾向 

大眾對於年改政策的支持度為本研究的應變項，研究者透過以下四題項進行評

估。題項計分方式為「1= 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 有點不同意」、「4= 

有點同意」、「5= 同意」、「6= 非常同意」，分數越高，其政策支持傾向越高。 

「政府應該延後退休年齡。」；「政府應該調降退休後的所得替代率（即退休後退

休金減少）。」；「政府應該將年金基金轉投資以維持退休金水準。」；「政府應

該從現職人員的薪水多提撥金錢到退休基金中。」政策支持傾向的測量方式，將 4

題項的成果加乘後平均，所得分數越高，表示年改的政策支持傾向的越高（M= 3.00，

SD= 0.81），以 Pearson 相關積差進行信度分析（ｒ= 0.695，p<0.01），結果呈現顯

著相關。 

（七）人口統計變項 

本研究人口統計變項與其他控制變項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

年齡研究者歸類為「20-29 歲」、「30-39 歲」、「40-49 歲」、「50-59 歲」以及「60

歲以上」；教育程度則設定為「小學及以下」、「國初中」、「高中職」、「大學

與大專」、「碩博士以上」。而居住地區歸類方式則以地區別來進行區分。 

三、效度檢測 



14 

 

本研究量表之建構效度以因素分析檢測。研究量表各變項之KMO 值及Bartlett 

球形檢定結果如下：「議題傳播行為」KMO 值 .71，Bartlett 球形檢定值581.33（p 

< .05）；「議題風險感知」KMO 值 .78，Bartlett 球形檢定值621.02（p < .01）；

「議題涉入程度」KMO 值 .80，Bartlett 球形檢定值612.14（p < .001）；「風險阻

力認知」KMO 值 .72，Bartlett 球形檢定值517.40（p < .01）；「政策支持傾向」

KMO 值 .82，Bartlett 球形檢定值633.11（p < .001）。各變數KMO 值均大於 .7，

且Bartlett 球形檢定值均達顯著水準（p < .05），適合因素分析。 

研究量表以主成份分析法及最大變異轉軸法因素分析，萃取特徵值大於1 之因

素，傳播行為傾向量表累積解釋變異量79.54%；風險問題認知程度量表累積解釋變

異量82.14%；情境涉入認知程度量表累積解釋變異量為77.26%；情境涉入認知程度

量表累積解釋變異量為86.31%；政策支持傾向量表累積解釋變異量為85.22%，研究

量表效度良好。 

 

肆、資料分析與驗證 

一、描述性統計 

（一）新聞注意程度 

    其中有關媒體新聞關注情形如下：  

1. 網路：在網路新聞有關年改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注意方面，非常不注意的有

0.4%，不注意的有 5.8%，有點不注意的有 5.9%，有點注意的有 35.9%，注意的有

41.3%，非常注意的有 10.7%。 

2. 電視：在電視新聞有關年改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注意方面，非常不注意的有

0%，不注意的有 3.5%，有點不注意的有 1.8%，有點注意的有 37.9%，注意的有

47.5%，非常注意的有 9.2%。 

3. 報紙：在報紙新聞有關年改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注意方面，非常不注意的有

0.4%，不注意的有 8%，有點不注意的有 4%，有點注意的有 37.8%，注意的有 40.2%，

非常注意的有 9.6%。 

4. 廣播：在廣播新聞有關年改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注意方面，非常不注意的有

3.3%，不注意的有 27.6%，有點不注意的有 12%，有點注意的有 23.8%，注意的有

29.2%，非常注意的有 4.1%。 

從本次 1197 位受測者的媒體使用習慣結果中發現，有 56.7%的受訪者對電視新

聞年改議題表達注意與非常注意；其次為網路的 52%；再者為報紙新聞的 49.8%。 

（二）議題傳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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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傳播行為方面，「我會蒐集有關年改相關議題的資訊？」非常不同意的有

4.3%、不同意的有 63.8%、有點不同意的有 8.2%、有點同意的有 8.6%、同意的有

12.2%、非常同意的有 2.9%；「對於年改的資訊我會挑選閱讀並加以評估？」的題

項中，非常不同意的有 2.5%、不同意的有 44.9%、有點不同意的有 6.3%、有點同意

的有 21.4%、同意的有 23.1%、非常同意的有 1.8%；「我會跟他人討論年改的相關

議題？」此問項中，非常不同意的有 2.5%、不同意的有 42.7%、有點不同意的有 8%、

有點同意的有 16.4%、同意的有 29%、非常同意的有 1.4%。 

（三）議題風險感知 

在風險認知方面，題項「台灣年金系統可能破產的問題很嚴重。」中，其中回

答「非常不同意」3%、「不同意」15.9%、「有點不同意」7%、「有點同意」9.4%、

「同意」53.9%、「非常同意」10.8%；而在「社會上大多數的人都認為台灣年金系

統可能破產的問題很嚴重。」的題項，其中回答「非常不同意」1.3%、「不同意」

20.1%、「有點不同意」6.7%、「有點同意」8%、「同意」55.9%、「非常同意」

8%；最後是「您相信台灣年金系統有破產的可能。」，「非常不同意」3.3%、「不

同意」20.7%、「有點不同意」6.7%、「有點同意」12.9%、「同意」44.9%、「非

常同意」11.6%。上述前兩題是詢問者對於目前台灣年金系統的破產問題風險感知

程度，發現有 72%到 74.1%的者表示擔心年金系統破產問題；然而，第三題詢問受

測者相不相信年金系統破產的可能，亦有超過 65%的民眾表示擔心，顯見不論年金

系統改革與否，台灣民眾都保持一定的風險感知程度。 

（四）議題涉入程度 

 本研究在年改議題情境涉入方面，詢問者「年金破產這件事跟您很有關係。」

中，其中回答「非常不同意」1.2%、「不同意」16.5%、「有點不同意」4.7%、「有

點同意」10.5%、「同意」50.3%、「非常同意」16.8%；在「您很關心年金破產的

相關議題。」此題項，其中回答「非常不同意」0.4%、「不同意」5.3%、「有點不

同意」7.4%、「有點同意」25.8%、「同意」49.4%、「非常同意」11.7%；而「跟

週遭親朋好友相比，您更關心年金破產與改革相關議題。」部分回答「非常不同意」

1%、「不同意」23.7%、「有點不同意」15%、「有點同意」23.9%、「同意」30.6%、

「非常同意」5.8%；最後是「未來幾年內，年金破產將會對台灣造成很大的影響。」，

「非常不同意」2.3%、「不同意」18%、「有點不同意」5.8%、「有點同意」8.3%、

「同意」53.3%、「非常同意」12.2%。發現超過 50%以上的民眾認為自己和年金議

題是密切相關的，同時民眾對年改的政策立場是偏向贊成者居多。 

（五）風險阻力認知 

在風險問題認知方面，研究者詢問「年金破產這件事是可以解決的。」的問項

中，回答「非常不同意」1.9%、「不同意」7%、「有點不同意」6.6%、「有點同意」

13.5%、「同意」63.6%、「非常同意」7.5%；「為了挽救年金系統，您願意未來少

領一點退休金。」此題項，「非常不同意」3.6%、「不同意」17%、「有點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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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有點同意」12.9%、「同意」52.4%、「非常同意」5.8%；「為了挽救年金

系統，您願意降低未來的生活品質。」方面，「非常不同意」5%、「不同意」33.7%、

「有點不同意」10.6%、「有點同意」15.1%、「同意」32.1%、「非常同意」3.4%；

最後「即使您少領了退休金，年金系統還是會破產。」，「非常不同意」3.7%、「不

同意」34.6%、「有點不同意」16.5%、「有點同意」13.4%、「同意」30.1%、「非

常同意」1.7%。從此構面的題項一結果發現，超過 60%的民眾認為年金問題可以獲

得解決，而題項二、題項三，則顯示出約 50%的民眾願意採取行動來協助解決年金

問題。 

（六）政策支持傾向 

研究者詢問年改議題的政策支持度當中，第一題項「政府應該延後退休年齡。」

中，其中回答「非常不同意」4.8%、「不同意」35.4%、「有點不同意」13.2%、「有

點同意」12.1%、「同意」32.6%、「非常同意」2%；而「政府應該調降退休後的所

得替代率（即退休後退休金減少）。」，其中回答「非常不同意」3.2%、「不同意」

21.8%、「有點不同意」12.2%、「有點同意」12.4%、「同意」44.3%、「非常同意」

6.1%；「政府應該將年金基金轉投資以維持退休金水準。」方面，「非常不同意」

2.2%、「不同意」22.6%、「有點不同意」7.8%、「有點同意」14.6%、「同意」48.8%、

「非常同意」4.2%；「政府應該從現職人員的薪水多提撥金錢到退休基金中。」結

果則是「非常不同意」2.1%、「不同意」23.8%、「有點不同意」8.6%、「有點同

意」14%、「同意」47.5%、「非常同意」4%。依據者的答題情形，可見民眾對於

年改議題的政策支持具兩種不同立場。 

二、結構方程模式配適度分析與假設驗證 

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中測量模型之驗證

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測量觀察變項與潛在變數之間的關

係。換言之，SEM 主要目的是在探討潛在變數（Latent variables）與觀察變數 

（Observed variables）之間的因果關係，進以驗證理論。在以往統計方式中使用的

多變量分析方法，只能一次處理一組自變數及一組依變數之間的關係，以本研究所

欲檢驗的一系列風險傳播與公眾情境的變項而言，可同時處理多個相互關連變項因

果關係的方程模式是較佳的檢驗方式。另外，Schumacker 與 Lomax（2004）的研究

指出，一般而言，穩定的結構方程模式，樣本數須在 100 份以上得進行模式的配適

度驗證與檢定研究假說是否成立。 

（一）結構方程模式配適度分析 

本研究將以結構方程模式之潛在變項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 with latent 

variables; PA-LV）。PA-LV 是應用統合模型，及同時包括測量模型與結構模型之

SEM 模型技術來執行，屬於路徑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綜合分析（Hoyle & Panter, 

1995）。由於統合模型分析包括路徑分析與因素分析的概念，及探討潛在變數之間

的因果關係，由於無法直接測量，須由數個觀察變數進行間接測量，以驗證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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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a 
議題涉入程度 新聞注意程度 

風險感知 風險限制認知 

主、被動資訊尋求 

政策支持傾向 

此法超越傳統路徑分析的功能（邱皓政，2005）。本研究進行正式檢驗前，先行以

卡方值（χ2）；自由度的比值（χ2/df）；配適度指標（GFI）；調整後配適度指標（AGFI）；

平均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比較配適度指標（CFI）進行檢驗。檢驗結果顯

示，配適度指標卡方 χ2 之 p 值>.05；χ2/df=2.3；GFI=.934；AGFI=.902；RMSEA=.15；

CFI=.924。各項配適度指標均達理想或可接受標準。SEM 模型分析結果如圖二 

 

 

 

 

 

 

 

 

  

 

 

 

 

 

圖二  SEM 模型分析結果 

 

（二）路徑係數分析 

結構方程式中的路徑係數，其數值越大表示在因果關係中的重要性越高，本研

假設究以路徑係數進行驗證直接效果，結果得知 H1、H2、H3a、H4、H5、H6、H7、

均成立。綜言之，風險感知程度分別正向影響社會大眾的風險涉入程度（β=.71）、

傳播行為（β=.70）與政策支持傾向（β=.69）；而新聞注意程度則是扮演正向影

響風險感知程度的角色（β=.43）；同時，涉入程度正向影響議題傳播行為（β=.42）

而議題傳播行為又正向影響政策支持傾向（β=.48）；最後本研究亦發現如公眾情

境理論所述，風險阻力認知負向預測傳播行為（β=-.31）。詳細成果見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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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研究假設驗證表 

假

設 
變數間關係驗證 

標準化迴歸係

數 
C.R/p值 標準誤 

H1 
風險議題涉入程度→議題傳

播行為 
.42 9.84* .06 

H2 
議題傳播行為→政策支持傾

向 
.48 10.20*** .05 

H3a 
新聞注意程度→風險感知程

度 
.43 11.62** .05 

H4 
風險感知程度→議題涉入程

度 
.71 12.44** .06 

H5 
風險感知程度→議題傳播行

為 
.70 13.13** .04 

H6 
風險感知程度→政策支持傾

向 
.69 11.69*** .03 

H7 
風險阻力認知→預測議題傳

播行為 
-.31 9.26* .05 

***p<.001；**p<.01；*p<.05 

 

（三）中介效果分析 

 本研究採取 Bootstrap 技術檢驗中介效果。Bootstrap 包含了 Bias- corrected 

percentile 與 Percentile 兩種估計方法，透過成對變項的估計值重複計算多次所得之

平均估計值與標準誤以計算信賴區間；在 95%的信心水準下，Lower 與 Upper 值若

沒有包含 0，則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Hayes& Preacher, 2014）。此外，Preacher 與 

Hayes（2008）指出，在 SEM 路徑分析的環境下，若變項間非屬單一中介，可以進

一步運用 PRODCLIN 檢驗信賴區間，在信心水準 95%時，間接效果的 Lower 與 

Upper 值若沒有包含 0，亦可判斷 SEM 模型具備中介效果存在。   

 研究假設 3b 檢驗新聞注意程度為中介變項，自變項為風險議題涉入程度，應

變項則為風險感知程度。研究者分別以 Bias- corrected percentile、Percentile、

PRODCLIN 等估計法檢驗中介效果。結果顯示三種估計方法的 Lower 與 Upper 值

均未包含 0。故假設 3b 成立，議題涉入程度越高的大眾，會因新聞注意程度跟隨上

升後，覺得議題的風險程度也增高。詳細檢驗情形見下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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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議題涉入程度→新聞注意程度→風險感知程度中介效果檢驗 

 Bootstrapping   

 Bias- corrected 

percentile 

Percentile PRODCLIN 

95%CI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總效果 .53 .65 .54 .65 - - 

直接效果 .34 .40 .35 .60 - - 

間接效果 .25 .36 .29 .41 .31 .54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公眾情境理論為主軸，探討當前我國面臨金改革此重要社會風險議題

時，媒體新聞對不同情境涉入程度社會大眾的風險感知、風險阻力感知與議題傳播

行為的影響，同時也將對政策的支持傾向納入檢驗目標，具體研究結論如次。 

    在媒體效果層面，本研究發現媒體新聞的注意程度正向影響社會大眾對於年改

議題的風險感知。換言之，越注意大眾傳播媒體上年改相關新聞的民眾，覺得年改

議題越重要。這樣的結果亦印證了 Lichtenberg 與 MacLean（1991）的研究，認為

新聞媒體對社會風險議題具有一定程度的擴大效果，媒體使用程度越高，越覺得風

險社會程度越高。此外，本研究亦從社會情境理論的角度，檢驗議題涉入程度如何

透由新聞注意程度以影響社會大眾的風險感知程度。結果也顯示社會大眾對自身所

身處風險議題的位置，會影響到渠等對媒體新聞的注意程度。具體來說，當社會大

眾覺得自己與年改議題越相關，那就會特別注意新聞媒體的相關報導，同時也預期

風險議題的衝擊越大。 

在風險感知與風險阻力感知方面，本研究亦發現風險感知程度會正向影響社會

大眾對於金改革議題的傳播行為、政策涉入程度與政策支持傾向。回答年金改風險

感知程度較高的受訪者，在傳播行為上，比較願意接收或與他人談論年改議題，也

願意支持年改相關政策作為。值得一提的是，這樣型態的受訪者對年改的涉入程度

也較高。本研究的檢驗範疇式除確認媒體對風險感知的影響力外，也將公眾情境理

論的解釋層面延伸至社會風險議題的範圍。進而檢驗風險阻力認知與議題傳播行為

構面時，受訪者呈現了認為年改議題越困難解決的受訪者，在議題傳播行為，包含

搜尋資訊、談論年改等方面，呈現較低的傳播動機。 

    研究者整合公眾情境探討受訪者議題涉入程度的影響構面，透由本研究確認感

知年年改議題越與自己切身相關的受訪者，對媒體相關的新聞關注程度較高，同時

議題傳播行為的動機也較高。Major（1998）對此態樣的解釋是，當風險來臨時，社

會大眾為了消彌不確定與不安全的心理狀態，多是透過媒體了解風險議題的內容，

此外也會提高與他人討論動機。本研究至此，將原有風險感知的理論範圍以風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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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為自變項的內涵向前延伸，認為社會大眾的情境涉入感在社會風險議題中，亦是

影響風險感知程度的重要參考依據。 

就驗證公眾情境理論的內涵來說，本研究主題為彰顯結合社會風險議題感知，

對社會大眾議題傳播行為、政策支持的影響。本研究確認新聞關注程度、風險感知

程度、與議題涉入等變項間，呈現相互影響的關係。就研究者前述整理國內外相關

的研究中，則未見相關的討論。此外，本研究檢驗結果符合 Grunig 與 Hunt（1984）

年建構公眾情境理論的精神，認為涉入感與阻力認知將會影響民眾對議題傳播行為

的意願。而研究者則是進一步提出，議題傳播行為這個變項在年改議題中，顯著影

響受訪者的政策支持傾向。雖然在 Aldoory, Kim 與 Tindall（2010）針對社會大眾可

能深思態樣與社會議題的風險感知研究時就提及，傳播媒體的效果是進行風險溝通

的執行人員所無法忽視的，尤其在網際網路興起後，傳播媒體確實有可能影響社會

大眾對政府政策的支持程度。然而，本研究則進一步具體提出民眾的傳播行為確實

可能影響民眾對政府政策的態度。 

就年金改革實質的政策溝通情境來說，本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大眾對年改結果衝

擊嚴重程度的認知，廣泛影響渠等對年改推動進度的關心程度、與他人討論的意願，

更甚者，影響其對於政府改革的支持程度。重要的是，研究者證實，新聞注意程度

扮演著整體風險傳播的關鍵角色，社會大眾透過新聞關注、感知、評價政府改革方

針，故在實務的政策溝通上，媒體溝通與論述策略的確認與調整，是未來溝通的首

要考量。此外，Kim 與 Grunig（2007）的研究即強調，身處不同情境與位置的公眾，

對公共政策影響的認知差異是源自涉入程度。當代前政策溝通部門應將政策主要目

標加以分類。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我國社會大眾目前對年改議題的依賴新聞

來源，有超過 56%民眾是依賴電視新聞為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回答以網路為主

要消息來源的受訪者有 52%，已經超越報紙的 49.8%。綜合以上論述，可發現電視

及網路為主要年金相關議題傳播管道的台灣社會，民眾對改革的風險感知與問題限

制感知，還是很大的部分受媒體的引導，並且，身處改革政策不同位置的民眾，媒

體的影響程度也有些許差異。是故在年金改革政策溝通的論述策略上，本研究結果

顯示當社會大眾認為年改的阻力越大，其傳播意圖也隨之下降，根據前述結果，也

間接影響政策支持意願。故當局執行年金改革政策說服策略上，呈現具體可行且風

險阻力認知較低的政策規劃，將有助於整體改革推動。 

 

     

在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部分，首先要討論的是，雖然本研究檢驗了不同情

境下，社會大眾不同新聞注意程度影響風險感知、風險阻力感知進而嘗試探討行為

傾向的關聯性。但無法將媒體新聞的框架效果納入檢驗主軸。詳言之，如杜文苓、

施麗雯與黃廷宜（2007）年針對我國產業園區設置的環境與社會風險感知時所提，

台灣媒體政黨色彩鮮明，長期影響閱聽人後，許多閱聽人產生了對特定立場媒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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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進而在面對需要判斷的社會風險議題時，就到媒體報導框架的影響，而產生

了先入為主的態度。後續的研究中可將媒體報導的框架效果納入檢驗的標的。 

在實務建議上，本研究選擇在總統府年改委員會與立法院審議公教人員年金

時，進行大規模的民意調查。主要的目標是檢驗不同情境下的公眾，如何藉由傳播

媒體產生風險感知、風險阻力感知、傳播行為乃至於政策支持傾向。對風險溝通與

政府公共事務執行人員而言，本研究確認區分不同情境公眾進行風險溝通的必要

性。也將原有的風險理論框架向上延伸到民眾涉入感；向下拓展至行為傾向的解釋。

妥適運用本研究成果以消彌社會對立，順遂風險政策溝通工作，方為本研究主要的

核心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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